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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重视角下的中国古代史学史研究

汪高鑫

【提要】 考察中国古代史学史，必须要有大历史视角。这种大历史视角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
表现:一是政治史视角，具体考察王朝更替与以史为鉴、王朝建立与神意史观、政治危机与以史资政、
国家统一与大一统观之间的关联，揭示史学与王朝政治的联动关系;二是四部学视角，虽然中国古代

学术存在着经史子集四部分类，但四部之间是相互包含、相互影响的，经子集在史学思想、历史编纂
以及史料采撰等方面都对古代中国史学有着重要的影响，必须考察经子集与史之间的密切关系;三

是多民族视角，古代中国的历史是多民族的历史，古代中国的史学是多民族的史学，古代中国的史学

史也应该是多民族的史学史，构建“完整”的中国史学史是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四是中西比较视角，
主要从学术地位、编纂特点、记述范围、求真理念、功用认识和学科特点诸方面，具体考察古代中西史
学存在的差异，进而揭示中国古代史学史的民族特点。
【关键词】 中国古代史学史研究 政治史视角 四部学视角 多民族视角 中西比较视角

中国史学史的学科概念最早是梁启超于 1933 年出版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提出来的。①

该书专辟一节“史学史的做法”，提出做中国史学史至少要注意四个部分:“一、史官;二、史家;三、史
学的成立及发展;四、最近史学的趋势。”②金毓黻于 1944 年出版的《中国史学史》，堪为按照梁氏中
国史学史的做法而成就的早期代表性著作。后来的中国史学史的撰写，基本上沿着这样的路子。这
种局面的改变，以 1986 年白寿彝的《中国史学史》第 1 册的出版为标志。该书指出，中国史学史的研
究任务是“对于中国史学发展的过程及其规律的论述”，具体来讲，其范围包括:“中国史学本身的发
展，中国史学在发展中跟其它学科的关系，中国史学在发展中所反映的时代特点，以及中国史学的各

种成果在社会上的影响。”这里所谓“中国史学本身的发展”，旨在运用唯物史观揭示史学发展的规
律性;“跟其它学科的关系”，包括跟生产知识、自然科学以及哲学、地理学、民族学、民俗学、考古学、
艺术等姊妹学科的关系;“反映的时代特点”和“对社会的影响”，“这是中国史学史上社会存在和社
会意识的关系问题，是史学对于社会的反作用的问题”。③ 新时期的中国史学史研究，应该在前人认
识的基础上，进一步解放思想，开阔视野，不断拓展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新领域，推进中国史学史学科

的新发展。2016 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观察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需要有一个宽广的视角，需
要放在世界和我国发展大历史中去看。”④这种大历史视角对于新时期我们考察中国史学史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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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为梁启超 1926 年至 1927 年在清华国学院授课讲稿，由其学生周传儒、姚名达整理，梁启超本人校阅而
成。严格来说，中国史学史学科概念的提出，应该在 20 世纪 20 年代后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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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有鉴于此，本文以中国古代史学史的研究为考察对象，拟从四个方面作
出努力，为新时期中国古代史学史研究提供一些新思路。

一、政治史视角:史学与王朝政治的联动

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与王朝政治的兴衰有着密切的关系。考察中国古代史学史的发展与演
变，必须要有政治史的视角，要把握史学发展与王朝政治的联动关系。具体来讲，中国古代史学与王
朝政治的联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王朝更替与以史为鉴。王朝更替是中国古代政治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也是对中国古代史

学最具影响的事件。纵观中国古代王朝更替对于史学发展的影响，突出表现为以史为鉴;而中国古
代史学高度重视从王朝更替中汲取历史教训者，又以周初“殷鉴”、汉初“过秦”和唐初“隋鉴”思想为
代表。周初面对“受天命而王”的夏、商王朝的相继灭亡，进行了深刻的历史总结与反思，表现出强烈
的“殷鉴”思想，《尚书》则集中体现了这一思想，《召诰》篇说:“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
殷。”①《尚书》以夏为鉴、以殷为鉴的结果，是认识到了天命可以转移这样一个道理，要防止天命转
移，君王就必须要敬德保民。秦亡汉兴的历史巨变，促使西汉初年史学重视总结“秦过”，由此掀起
“过秦”思潮。陆贾作《新语》，指出秦不懂得“逆取顺守”的道理，不行仁义，“举措太众、刑罚太
极”，②结果导致二世而亡;贾谊作《过秦论》，认为秦的败亡是“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③ 贾山
作《至言》，指出:“秦王贪狼暴虐，残贼天下”，“以熊罴之力，虎狼之心，蚕食诸侯，并吞海内，而不笃
礼义，故天殃已加矣”。④ 三人的“过秦”总结高度一致，说明汉初“过秦”历史总结已形成一种共识。
隋亡唐兴的历史巨变，引发了唐初史学的以隋为鉴。“以隋为鉴”四字出自《新唐书》，为魏徵进谏唐
太宗之语。《新唐书》本传引魏徵语道: “臣愿当今之动静，以隋为鉴，则存亡治乱可得而知。”⑤由魏
徵主修的《隋书》，充分体现了“以隋为鉴”的思想。该书运用历史比较的方法总结了亡隋历史教训:
“隋之得失存亡，大较与秦相类。始皇并吞六国，高祖统一九州，二世虐用威刑，炀帝肆行猜毒，皆祸
起于群盗，而身殒于匹夫。”⑥商周、秦汉与隋唐的兴亡巨变会促使史家高度重视以史为鉴，王朝更迭
频繁的乱世时期，史家也会普遍重视以史为鉴。像魏晋南北朝政权频繁更替，促使史学家重视及时
总结王朝治乱兴衰的经验教训，以便避免重蹈覆辙，由此推动了这一时期史家对于撰述前朝历史的

高度重视，正如《隋书·经籍志》所云:“一代之记，至数十家。”⑦五代时期的政权频繁更替，也同样引
起了史家对这一时期历史反思的重视。北宋学者陈师锡在《〈五代史记〉序》中，对宋初五代史研究
表达了自己的担忧:“史官秉笔之士，或文采不足以耀无穷，道学不足以继述作，使五十有余年间废兴
存亡之迹，奸臣贼子之罪，忠臣义士之节，不传与后世，来者无所考焉。”他还对欧阳修撰成《新五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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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大为赞赏，称其“事迹实录详于旧记，而褒贬义例仰师《春秋》，由迁、固而来未之有也”。① 当然，
中国古代史学的以史为鉴是一贯到底的，只是在不同政治背景下表现的程度不尽相同而已。
其次，王朝建立与神意史观。中国古代史学对于王朝的建立，普遍重视进行神意性解说。《史

记》作为中国古代第一部纪传体通史，重视对历代王朝的建立作出神意性解说。如对于五帝、三王与
秦政权的建立，《史记》一方面大力宣扬“圣人感生”说，《殷本纪》和《周本纪》叙述殷、周始祖降生，
沿袭了《诗经》的“吞卵”和“履迹”说;《秦本纪》则套用这一说法，为秦始祖大业缔造了其母“吞卵而
生”的故事;另一方面又重视宣扬“圣王同祖”说，《五帝本纪》认为“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
号”，《夏本纪》认为大禹为“黄帝之玄孙”，《三代世表》排出黄帝以来至商周始祖的世系，《秦本纪》
则说“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这种“有父”说同样是一种天命论，诚如褚少孙所说:“黄帝
策天命而治天下，德泽深后世，故其子孙皆复立为天子，是天之报有德也。”②对于刘汉政权的建立者
刘邦的“无土而王”，汉代史学普遍重视进行神意性解说。《史记·高祖本纪》缔造了“赤帝子传说”，
认为刘邦乃刘母与赤龙“交感而生”。班彪、班固父子则大肆宣扬“汉为尧后”说，班彪作《王命论》，
认为“汉德承尧，有灵命之符，王者兴祚，非诈力所致”; ③班固作《高帝纪赞》，认为“汉承尧运，德祚已
盛，断蛇著符，旗帜上赤，协于火德，自然之应，得天统矣”。④ 荀悦《汉纪》开篇即详叙五德相生说，宣
扬“汉为尧后”，并由刘邦“起于布衣，奋剑而取天下”而感慨道:“夫帝王之作，必有神人之助，非德无
以建业，非命无以定众。”⑤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学对于王权的神意性解说，主要依据五德相生说和符
命说。采用五德相生解说王权，以魏晋南北朝最为盛行。如陈寿《三国志》以曹魏为土德，有“黄星
见于楚、宋之分”“汉熹平五年，黄龙见谯”“( 延康元年) 三月，黄龙见谯”的记载; ⑥沈约《宋书·武帝
纪中》记晋“亦以金德而传于宋”; 《梁书·武帝本纪上》记齐末帝禅位诏书云“昔水政既微，木德升
绪”、齐梁更替“依唐虞、晋宋故事”;《陈书·高祖本纪上》记梁陈更替云“今便逊位别宫，敬禅于陈，
一依唐、虞、宋、齐故事”。北朝史学也重视德属之争。据《魏书》记载，北魏孝文帝太和年间发起了
一场关于政权德属的讨论，中书监高闾主张“以魏承秦，魏为土德”，秘书丞李彪则主张北魏“承晋为
水德”，孝文帝采纳了李彪的建议，确定北魏为水德。高闾在提出土德说的过程中，对曹魏以来十六
国政权德属演变情况作了叙述:“魏承汉，火生土，故魏为土德。晋承魏，土生金，故晋为金德。赵承
晋，金生水，故赵为水德。燕承赵，水生木，故燕为木德。秦承燕，木生火，故秦为火德。”⑦至于隋朝
德属，则以火德上继北周之木德，唐朝则为土德。五德终始说实质上“是一种命定论”，“是一种极具
体的天命的律法”。⑧ 这一时期的史学也非常重视宣扬符命说，如《三国志》记蜀称帝，在两道劝进书
中列举了十几项符瑞图谶，以示天命所归。范晔《后汉书·光武帝纪》记述刘秀定谋起兵前有宛人李
通等“以图谶说光武”，登基前则记有预示刘汉火德再兴的《赤伏符》之谶，本纪末尾论赞中大谈刘秀
出生时及起兵后的各种怪异现象，并据此总结说:“王者受命，信有符乎? 不然，何以能乘时龙而御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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哉!”刘知幾将“旌怪异”作为历史编纂的重要内容之一。而所谓怪异，即是“幽明感应，祸福萌兆”。
在刘知幾看来，“夫祥瑞者，所以发挥盛德，幽赞明王。”①也就是说，史书载录祥瑞符应，是维护王权
政治的需要。宋代以后，符命说在史学中明显受到冷落、甚至批判，如司马光《资治通鉴》对于灾异、
符瑞、图谶、占卜之类事情一般不予以著录，王应麟说“《通鉴》不书符瑞，高帝赤帝子之事，失于删
削”。② 郑樵批判灾祥说，认为:“天地之间，灾祥万种，人间祸福，冥不可知。奈何以一虫之妖，一气
之戾，而一一质之，以为祸福之应，其愚甚矣!”他还说“国不可以灾祥论兴衰”，“家不可以变怪轮休
咎”。③ 同时，这一时期正史虽然还津津乐道五德终始说，为王朝的建立披上神学的外衣，却已经流
为一种历史记述的程式。值得注意的是，传统史学神意史观的背后，其实还蕴含了一种正统观念，既
然王朝建立是天命所归，是五德循环的定数，自然也就是正统的。
再次，政治危机与以史资政。王朝政治出现危机，这是中国古代政治的一种常态。政治危机往

往激发出史家的历史忧患意识，使其高度重视以史资政。孔子之所以作《春秋》，是因为“惧”乱世，
诚如孟子所说，“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
秋》。”④《春秋》通过属辞比事，劝善惩恶，以史为法，起到了使“乱臣贼子惧”的教化作用。在中国古
代史家中，最早明确提出以史资政的当属杜佑，其所作《通典》以“征诸人事，将施有政”为撰述旨
趣。⑤ 杜佑重视以史资政，当然是以中唐以后藩镇割据、朋党相争、宦官专权，国家处于分崩离析的状
态为背景的，他希望通过探究历代典章制度沿革，为唐朝政治改革找寻出路。李翰对《通典》蕴含的
浓厚的经邦致用思想评论说:“今《通典》之作，昭昭乎其警学者之群迷欤! 以为君子致用在乎经邦，
经邦在乎立事，立事在乎师古，师古在乎随时。必参古今之宜，穷始终之要，始可以度其古，终可以行
于今，问而辨之，端如贯珠，举而行之，审如中鹄。夫然，故施于文学，可为通儒; 施于政事，可建皇
极。”司马光作《资治通鉴》，直接以“资治”冠名，以“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为撰述对象，以“鉴前
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为撰述目的，⑥其强调史学的政治效用意识更为强烈。而司马光之所以如
此高度重视以史资政，同样与北宋国家积贫积弱和社会危机四伏的时代背景密不可分。元代史家胡
三省在《新注〈资治通鉴〉序》中这样评价《资治通鉴》一书的治用价值:“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
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
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乃如用兵行师，创法立制，而不知迹古人之
所以得，鉴古人之所以失，则求胜而败，图利而害，此必然者也。”⑦清初史家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
书》，始编于明崇祯末年政局衰败之时。顾炎武在《自序》中说:“崇祯己卯( 十二年) ，秋闱被摈，退而
读书。感四方之多虞，耻经生之寡术，于是历览二十一史以及天下郡县志书、一代名公文集，间及章
奏、文册之类，有得即录，共成四十余帙，一为舆地之记，一为利病之书。比遭兵火，多有散佚，亦或增
补。”⑧由此可见，该书的撰述动机是“感四方之多虞”，在明亡之前已经基本完成，只是明末大乱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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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知幾:《史通》卷 8《书事》，浦起龙通释，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13、215 页。
王应麟:《困学纪闻》卷 12《考史》，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412 页。
郑樵:《通志》卷 74《灾祥略序》，中华书局 1987 年版，第 853 页。
《孟子·滕文公下》，中华书局 2018 年版，第 48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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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散佚，又做增补。该书有感于明末衰政，以历史的视角，由地理而经济、由经济而政治，蕴含了丰富
的经世致用思想。当然，以史资政也是传统史学一贯到底的思想。
最后，国家统一与大一统史观。在先秦夏、商、周政权发展过程中，人们就有对大一统政治的向

往。《尚书·禹贡》提出了“禹迹九州”说; 《诗经·商颂·玄鸟》则对商朝疆土作出了这样的描写:
“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随着春秋、战国兼并与统一战争的推进，以儒家为代表的诸子表
达了对于国家统一的政治诉求，孟子提出的“定于一”的思想，便是人们渴望国家统一的集中表述。
随着秦汉大一统政权的建立，这种大一统政治的理想与诉求真正变成了现实。在大一统政治背景
下，秦汉社会普遍重视颂扬大一统。秦始皇君臣刻石颂功，即用一种特殊的历史书写形式来颂扬秦
的统一之功。汉代儒学中的公羊学派，高度重视阐发大一统思想，从《公羊传》“何言乎王正月? 大
一统也”，①到董仲舒所言“《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②再到何休“夷狄进至于
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③系统反映了汉代公羊家的大一统史观。汉代史学更是重视记述和颂扬大
一统，如《史记》对黄帝、大禹以及商周政治的统一局面进行了讴歌，指出秦朝“取天下多暴”的同时，
也说“然世异变，成功大”; ④《汉书》断汉为史，以“宣汉”为撰述旨趣，亦是基于对汉朝统一与强盛的
充分肯定。他以尧舜之盛需要借助典谟为历史依据，认为汉朝大一统功业也需要史家加以记述，才
能使其统一功业“扬名于后世，冠德于百王”。⑤ 经过魏晋南北朝长期分裂之后，隋唐再度建立了大
一统政权。隋唐大一统政治对于史学的影响，一方面是来自史家对于大一统功业的颂扬，以新、旧
《唐书》为代表;另一方面表现在大一统国家对史权的重视与掌控上。隋开皇十三年( 593 年) ，隋文
帝下诏:“人间有撰集国史，臧否人物者，皆令禁绝。”⑥从此以后，任何人未经朝廷允许，都不能擅自
撰修国史、臧否人物。唐初完善史馆修史制度，这既是史馆修史制度发展的必然结果，也体现了大
一统政权期望通过官方史馆来控制国史撰修的企图。元、明、清作为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三个大一
统王朝，官方不但通过正史、实录的编纂，来颂扬王朝的文治武功，而且通过编纂各类大型志书、丛
书、类书、典制等，彰显大一统王朝的文化盛况，《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和“清六
通”堪为其中的代表。当然，国家分裂时期的人们，同样具有对大一统的追求，宋代史学的正统观
就明显蕴含了深刻的大一统思想。两宋史家以大一统作为判断政权是否正统的标准，司马光说:
“苟不能使九州合为一统，皆有天子之名而无其实者也”; ⑦朱熹也说: “只天下为一，诸侯朝觐狱讼
皆归，便是得正统。”⑧宋代史学重视大一统的正统观，反映了国家分裂时期史学家期盼国家统一的
强烈愿望。
以上着重从王朝更替与以史为鉴、王朝建立与神意史观、政治危机与以史资政和国家统一与大

一统观四种政治现象，系统论述了史学与王朝政治的联动关系。当然，史学与王朝政治的联动关系
不仅表现在这些方面，但这四者之间的联动关系无疑是最为密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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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部学视角:经子集与史的密切关系

“四部”是指中国古代目录学上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它是中国古代学术与文化的基本形态。
之所以要以四部学的视角来关照中国古代史学史的研究，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因素: 一则古代典

籍虽然在目录学上存在经史子集的四部学术分类，然而四部学之间却是具有相互包含性的，史中有

经子集，经子集中也包含有史;二则在古代史学的发展过程中，经子集都对史学的发展产生过重要影

响，反之亦然;三则古代史家往往一身多任，既是史学家，又是经学家、思想家、文学家，他们的史学思
想不仅体现在所撰史著当中，也蕴含在其他类别的学术著作当中。因此，从学术分类而言，四部学的
形成是中国古代学术发展的必然结果; 然而从学术研究而言，既然四部之间存在如此密不可分的联

系，则必须打破畛域，实现融通。换言之，只有以四部学的视角来关照中国古代史学史，才能真正揭
示出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面貌、特点与规律。吴怀祺在谈到经学、子学对于史学的研究意义时说:
“一是提供了对历史运动解释的思维路径，包括历史变动的三统说、五行运转说等。二是成为历史编
纂学思想的依据，如春秋笔法、史体史例的规定等。三是提供评论历史兴亡与历史人物和事件的尺
度。”①其实集部文学蕴含的历史观，也是中国古代历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除去思想与方法的意
义之外，经子集还普遍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首先，经学与史学的关系。在中国史学史上，一直有关于经史关系的讨论，“六经皆史”的命题被

历代史家反复阐释，明清时期达到高潮，以王阳明、王世贞、李贽和章学诚的观点最具代表性。当然，
他们的论述，都带有各自的目的性。如王阳明“五经亦史”说，只是从心学角度肯定五经皆“吾心之
记籍”; ②他的道器合一、经史合一说只是为了论证“六经”与史同具于吾心罢了。王世贞所谓“六经，
史之言理者也”，③是从区分典籍立论的;他提出的“贵史”论对于扭转当时的荣经空疏学风有一定的
积极意义。李贽虽最早说出“六经皆史”一词，但他的目的只是要否定儒学权威，所以他说: “《六
经》、《语》、《孟》，非其史官过为褒崇之词，则其臣子极为赞美之语。”④相较而言，章学诚的“六经皆
史”说肯定“六经皆先王之政典”，⑤认为“三代学术，知有史而不知有经，切人事也”，⑥旨在为阐发其
经世致用史学思想提供理论依据。他们的经史关系论虽旨趣不同，却都是对经史关系认识的推进。
经学与史学的关系，其实是一种同源异流的关系。“同源”是指经史同源于“六经”，“异流”是指

经史分途后各自形成一种学术部类。说经史同源于“六经”，包含三个方面的含义: 其一，《诗》《书》
《礼》《乐》《易》《春秋》不但是经学的元典和核心典籍，而且作为“先王之政典”、上古三代的历史文
献，它们也或为史料，或为史籍;其二，“《春秋》流为史学”，后世史学源于《春秋》，“叙事实出史学，其
源本于《春秋》比事属辞”; ⑦其三，随着后来“六经”地位的提高，它们内蕴的思想，像《周易》的通变
思想与天人合一思想、《尚书》的以史为鉴思想、《春秋》的“史义”与“史法”、“三礼”的因革损益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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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诗经》的历史盛衰观与天命观念等，对后世的历史撰述与史学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就是
说，论经史关系，可以从史料、方法与思想三个方面入手。
从经史发展的流变来看，自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经学正式形成;与此同时，史学虽

然具有浓厚的崇经意识，却也开始以“成一家之言”为旨趣，走向学科独立发展的道路。“六经”在各
自发展流变的过程中，形成了易学、春秋学( 含左传学、公羊学、穀梁学) 、尚书学、诗学、礼学等专门的
经学学术门类，它们对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都产生过重要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

一，以经解史与以史证经。前者是以经学的思想观念与思维方法去认识历史，后者是将史学纳入经
学之中，用史事去证明经学的观点。其二，经学撰述与史书体裁。如《尚书》记言，对后世记言体史书
体裁有发凡起例之功;《尚书》的综合体特点，其《禹贡》篇滥觞了历史地理类史书编撰，《洪范》篇影
响了正史“五行志”“符瑞志”等的编纂，《尧典》篇对于正史本纪体裁有影响。《春秋》本身就是现存
第一部编年体史书，不但直接影响了《左传》的编年叙事，也为后世编年体史书的编撰奠定了基础。
“三礼”影响了正史的书志，以及典章制度体史书的编纂。其三，《春秋》笔法与史学求真。《春秋》的
“以史为法”主要表现在褒贬书法上，体现了传统史学追求道义之真的求真理念。《春秋》笔法对于
传统史学的历史叙事影响很大，其中欧阳修的《新五代史》、范祖禹的《唐鉴》、朱熹的《资治通鉴纲
目》等堪为运用《春秋》笔法的代表作。
其次，子学与史学的关系。这是讲时代思潮或时代哲学与史学的相互影响。早在先秦诸子时

代，诸子百家就与史学渊源颇深。诸子阐发政治主张的一个显著特点，即借助于历史。他们或借助
历史史事来论证政治主张，或发表历史观点来影响时政。前者如《韩非子》中的历史典故，后者如儒
家与墨家的圣王史观、道家的复古史观、法家的朴素进化史观、儒家与阴阳家的历史循环史观等; 而
这些历史观也成为诸子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汉代哲学思潮主要有三大主题，即究天人之际、通古
今之变和大一统。汉武帝以“三代受命，其符安在? 灾异之变，何缘而起”来策问贤良学士，①这种封
建帝王的困惑，也是时代士人的困惑;而董仲舒“天人三策”阐发的天人感应论，即是代表了时代哲学
对于天人关系的回答。通古今之变是时代哲学对于历史发展过程的认识，《淮南鸿烈》的历史阶段
论、董仲舒的“三统”说、刘歆的五德相生说即是代表。汉代是大一统政治巩固时期，前已述及，汉代
公羊家有着丰富的大一统理论。这三大时代哲学思潮深深地影响了汉代史学与史学思想的发展，司
马迁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作为撰述旨趣，以及汉代史学普遍重视宣扬大一统，即是对于时代
哲学思潮的具体回应。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玄学哲学的兴起与儒释道“三教”并重局面的出现，一方
面受玄学哲学影响，史学重视人物品评与宣扬名教，像陈寿《三国志》的人物品评，就“带有魏晋清谈
的风格，这种突出人物个性的评价，重视人物的才能、品德、风貌，强调了人事在历史的兴衰中的作
用”; ②而袁宏的《后汉纪》即以“通古今而笃名教”为撰述旨趣，肯定名教的本质是确定君臣父子的高
下、尊卑关系，认为这种关系是“天地之性”与“自然之理”。③ 另一方面，释道哲学的融通，影响了这
一时期学术思想的方方面面，对于史学的影响主要有两个表现: 一是反映佛道发展的历史编纂迅速

增多，其中魏收的《魏书》第一次在正史撰述中创立了“释老志”;二是历史叙事与评论中对于佛道鬼
神的批判，像南朝范晔《后汉书》宣扬“无佛”“无鬼”论，中晚唐韩愈史论中的反佛思想等即是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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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理学哲学思潮的兴起与发展，对于史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其具体表现:一是天理史观得到宣扬。
宋元史学重视以天理作为历史评判的重要标准，“陶镕历代之偏驳，会归一理之纯粹”成为历史撰述
的目的，①史学出现明显的义理化倾向;二是受理学格物致知为学之方的影响，史学的通识意识得到

加强，出现了一批具有通识意识的通史名著;三是明理对于历史编撰的影响。从史书编撰体裁来讲，
朱熹《资治通鉴纲目》创立的纲目体，即是出于明理的需要创立的新的史书体裁，其纲举目张的叙事
方法，使得“国家之理乱，君臣之得失，如指诸掌”; ②从叙事书法而言，《春秋》褒贬书法得到大力提
倡，人们在天理史观指导下肆意褒贬史事，范祖禹的《唐鉴》和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堪为代表。明
清哲学思潮对于史学的影响，明显表现出嬗变的特点。明代阳明心学哲学赋予个体极大的能动性，
促成史学自我意识的觉醒，私家修史蔚然成风，史学思想得到深发。清初实学思潮的兴盛，促成经世
致用史学思潮的兴起，史家重视“引古酬今”“以古训今”，提倡“实学实用”。而乾嘉考据学的兴盛，
使得为考据而考据成为时代风尚，实学的致用主张被阉割，这种局面一直到嘉道时期新的经世致用

风气的兴起而得以改变。
最后，文学与史学的关系。从学科分类角度来看，中国古代史学与文学学科的出现，始于东晋、

南朝时期。而在学术实践中，文与史不但源远流长，且文与史的分离至少可以追溯到西周或春秋时
期。白寿彝就认为，“历史跟文学的分离，事实上可能要比《国风》和《春秋》早，但就我们目前所能见
到的文献材料说，只能从《国风》和《春秋》算起。”③不过，学术发展出现的文史分离现象，却不可能割
断文史之间的密切关系。具体来讲，文史关系可以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第一，历史著作中的语言表述。历史学通常意义上讲的文史结合，其实是一个历史叙事中的语

言表述问题。从传统史学具体实践来看，古代史家的历史叙事，往往都会采用文学中的一些叙述手
法，将此作为历史叙事的具体义例来加以运用，使得历史叙事更为生动、更具感染力。在这方面，《左
传》《史记》《资治通鉴》都堪称典范。《左传》叙述的时代战争频繁、游说成风，而善于描写战争与记
述辞令也就成为《左传》最突出的特点。《左传》记述的著名战役如城濮之战、邲之战、鞍之战、崤之
战、鄢陵之战等，不但各有叙事特点，而且记述都非常生动;言事相兼是《左传》记述的特点，“《左传》
所记各种词令，不亢不卑，柔中有刚，是极好的”。④ 司马迁《史记》是一部既重视实录，又文学性极强
的名著，事件叙述如“鸿门宴”“渑池会”等，战争描写如《项羽本纪》中的巨鹿之战和垓下之战等，人
物情性描写如《李斯列传》中“老鼠哲学”、《陈涉世家》中“燕雀安知鸿鹄之志”的感叹等，都是善于
运用文学描写的杰出篇章。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也是以善于描写战争著称的，像赤壁之战、淝水之
战等许多著名战争的描写，场面宏大，人物众多，故事曲折，扣人心弦;有些战争描写则充满意境，像

李愬雪夜入蔡州等，“这写的是战争，但写出了一副恬静的雪夜行军的画卷”。⑤ 历史叙事的语言表
述问题不只是一个史学实践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史学理论问题。在中国史学史上，人们对此有过长
期的争论。普遍的观点是“恶繁尚简”，刘知幾就说:“夫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而叙事之工者，以
简要为主。”⑥有些史家甚至以史文长短评史著优劣。相较而言，胡应麟的观点则更为公允，他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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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辩证地看待史文的繁简，认为“简之胜繁，以间之得者论也; 繁之逊简，以繁之失者论也，要各有攸
当焉。繁之得者与简之得者，则简胜;简之失者与繁之得者，则繁胜”。进而他提出“简者约而该，繁
者赡而整”的史文繁简理论。①

第二，文学作品中的史学要素。大概有两种情况:一是历史史实成为古代文学作品创作的依据。
依据史实进行文学创作的形式不一，最著名者当属历史小说。中国古代历史小说的起源很早，像作
为汲冢竹书的一种出土的《穆天子传》，就是一部古老的历史小说。该书记述了周穆王游历天下之
事，其中包含了很多真实的历史。宋元以后，随着社会讲史逐渐兴盛，历史小说也得到了较快的发
展，至明清达到鼎盛。著名者如罗贯中的《三国志通俗演义》( 简称《三国演义》) ，即是大量汲取陈寿
《三国志》、裴松之《三国志注》的材料而成;明末冯梦龙著、清初蔡元放改编的长篇历史演义小说《东
周列国志》，演义内容基本上都是东周史实，主要取材《左传》等;清人吕抚编写的《二十四史通俗演
义》，原名《纲鉴通俗演义》，主要以《资治通鉴》和《资治通鉴纲目》为依据，参考二十四史，加以通俗
演义而成，近乎一部通俗历史纲要。应该说，诸如此类历史小说的创作非常丰富。二是文学作品具
有史料价值与历史思想。龚自珍曾说: “史之外无语言焉，史之外无文字焉，史之外无人伦品目
焉。”②这里所谓“史”主要是指史料，以此观点关照各类文学作品，如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
说等，其实都包含了对具体时代历史的反映或折射，无不具有史料价值。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
经》之所以被后人称作“史诗”，是因为它反映了商、周部族的兴衰史，成为后人研究商、周历史的重
要史料。又如唐代诗人杜甫的诗记录了唐代由盛转衰的历史巨变，反映了动荡时代的政治黑暗与百
姓疾苦，故而被誉为“诗史”。文学作品中不但具有史料价值，而且其蕴含的历史观，也成为时代历史
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综上可知，古代中国学术虽存在经史子集四部分类，然而四部之间的关系却非常密切。因此，进

行中国古代史学史的研究，就必须要有四部学的视角，要看到经子集在史学思想、历史编纂以及史料
采撰上对于古代史学的重要影响。

三、多民族视角:构建“完整”的中国史学史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国的历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历
史”。③ 我们必须要“坚持准确把握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国情”，④对历史上多民族国家和新
时期中华民族的民族关系作出正确的认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深化民族
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

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⑤对新时期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意义作出了
阐发，对我们正确认识历史上的中国多民族国家也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从史学史的视角来看，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历史，是由传统史学的多民族国家历史记录构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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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重视角下的中国古代史学史研究

由于历史与文化的原因，传统史学关于多民族国家历史的记述，汉文史籍占据了主导地位，作者也绝

大部分属于汉族。我们今天所说的历代正史，成系列的历代编年体、纪事本末体、典制体和纲目体史
书，以及各种野史、杂史等，皆是如此。这些历史记述的中心内容，无疑是中原王朝或汉民族政权的
历史。同时也应该看到，传统史学的历史记述还有另外一个面相，那就是视各民族为统一整体，重视
多民族历史的记述。这种多民族历史的记述，从历史记述主体而言，既有汉族史家，也有少数民族史
家的参与;从历史记述对象而言，既有以汉族为主体包含少数民族史在内的多民族史撰述，也有少数

民族专史的撰述;从历史记述的形态而言，既有汉文文字撰写的包含少数民族史在内的多民族史，也

有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撰写的少数民族史。三者之间又存在着一定的交叉和重合。
传统史学汉文文字的多民族史撰述，虽然普遍分布于各类史书体裁之中，而最具代表性的当属

历代纪传体正史。正史中的多民族史撰述有两种情况:一是撰述汉族政权历史的同时，以“四夷传”
的形式记述各少数民族的历史。司马迁《史记》不但记述了自黄帝至汉武帝三千年历代汉族政权的
历史，而且通过撰述《匈奴列传》《南越列传》《东越列传》《朝鲜列传》《西南夷列传》和《大宛列传》
等，对当时中国境内汉族和主要兄弟民族与地区的历史，也包括曾经在这块国土上生存、繁衍而现在
已经消失的民族的历史，作出了第一次全面、系统的记述，《史记》由此成为中国史学史上第一部中华
民族全史。班固作《汉书》，断汉为史的同时，也继承了司马迁《史记》重视撰写民族史传的做法。
《汉书》设立的民族史传有《匈奴列传》《西南夷两粤朝鲜传》和《西域传》共三篇，表面上民族史传的
数量减少了，其实在体例上更加整齐划一，记述内容也有一定的扩充。从此以后，历代正史的多民族
史撰述，普遍继承了做民族史传的做法。二是对于少数民族政权的历史撰述。少数民族政权历史的
撰述者既有汉族政权和史家，也有少数民族政权和史家。其中汉族史家编纂的关于少数民族政权的
正史，有魏收编纂的《魏书》，这是中国史学史上第一部皇朝史与民族史二合一的正史;李延寿的《北
史》，记述了北朝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的历史。汉族政权官修的少数民族政权正史，有唐初官
修《北齐书》《周书》，明朝官修《元史》，民国初年北洋政府纂修《清史稿》等。少数民族政权官修的
少数民族政权正史，有元朝官修《辽史》《金史》等。在汉族政权和少数民族政权组织的一些官修史
书中，也有一些少数民族史家的参与。当然，少数民族政权关于民族政权的正史撰述，也是多民族历
史的撰述，因为记述对象包含了各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政权治下的汉族。纵观历代正史的多民族史
撰述，它们创立了中国多民族国家的谱系，构建了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肯定了少数民族对于统一

多民族国家发展的贡献。
少数民族不但参与了中国多民族史的撰述，而且还有大量的本民族历史撰述。像藏族、维吾尔

族、回族、蒙族、满族，以及南方和西南地区的一些少数民族等，都编撰有关于本少数民族历史的典
籍。这些本民族的史籍，多数运用本民族语言文字撰写，主要有藏文、于阗文、突厥文、粟特文、回鹘
文、契丹文、西夏文、女真文、蒙古文、彝文、傣文等。这些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记述的历史典籍，成为中
华民族历史记述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中国史学史的研究现状来看，已经出版的各类中国史学史教材或专著，存在一个非常重要的

现象，那就是普遍缺乏关于少数民族史学的记述。诚如白寿彝所言，“单就中国史学史来讲，汉文史
书浩如烟海，整理出一条发展的线索，已经很不容易。国内的少数民族，如蒙古、维吾尔、藏族、傣族、
白族等，也都有他们的史学，现在我们知道得还很少。把中国史学史写成一部多民族的中国史学史，
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从严格意义上说，目前撰写成的中国史学史，主要还是汉族的史学史。“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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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兄弟民族的史学史，中国史学史就不算完整。”①

近几十年来，关于少数民族史学史的研究逐渐引起学界的重视，发表了一批高质量的学术成

果。仅以学术著作来论，已有的研究主要包含两类，一类是单一少数民族史学史的研究，一类是中
国各少数民族史学史的综合研究。其中单一少数民族史学史的研究，代表性的著作有孙林的《藏
族史学发展史纲要》( 中国藏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王璞的《藏族史学思想论纲》(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08 年版) 、刘凤强的《清代藏学历史文献研究》( 人民出版社 2015 年版) 、贝沙·比拉的《蒙
古史学史》( 陈弘法译，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1988 年版) ，以及阿地力的《维吾尔史学发展研究》( 硕
士学位论文，新疆大学，2006 年) 和吾斯曼江·亚库甫的《16 至 19 世纪维吾尔族史学史研究》( 博
士学位论文，陕西师范大学，2011 年) 等。在这些学术研究成果中，有些已经达到较高水平。比如
孙林的《藏族史学发展史纲要》，诚如张云在序中所说，“藏族史学史研究的难度较大，也是众所周
知的:藏族历史悠久，宗教影响深厚，文化特点突出，不宜吃透; 藏文典籍文献十分丰富，其数量仅

次于汉文文献，居各少数民族文献之首，收集、整理和甄别工作任务艰巨;由于文化传统的关系，藏
族史学著作大多由高僧大德撰写，其中充满宗教神学观点和认识，教派林立，见解庞杂，史学思想

厘定、分辨不易;早期资料保存甚少，神秘‘伏藏’真伪莫辨，年代考订颇费心力，如此等等，都困扰
着藏族史学史研究的开展和深入。”②作者克服各种困难，采取历时性的叙述方法，花费七年的心
血，最终完成了这样一部近四十万字的通史撰述，实属不易。毫无疑问，这些代表性的成果对于推
动单一少数民族史学史的研究与撰写有重要作用。但从总体来看，目前学术界关于单一少数民族
史学史的研究还只是处于起步阶段，单一少数民族史学史的研究成果非常少，有些研究还只是一

种梳理工作。
关于中国各少数民族史学史的综合性研究则更少，近年来主要有史金波、关志国撰述的《中国民

族史学史纲要》(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 年版) 和汪受宽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史》( 华夏出
版社 2020 年版) 两部。《中国民族史学史纲要》是迄今为止关于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史研究的第一部
专著，作者对于民族史学史的定位非常明确，认为“中国民族史学史是研究中国民族史学的形成和发
展过程、各时期特点以及人们对它的认识、史学成果的社会影响的学问，着重研究民族历史编纂学的
发展史，探究历史学家、政治家等对民族史学的评论，也包括对民族史学自身的反思、总结和前
瞻”。③《中国民族史学史纲要》努力践行了这样一种定位，其突出特点是对于民族历史编纂学的发
展史作出了系统反映，对历史上汉文和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书写的民族史史籍作了非常全面的梳理，

对于人们了解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史学史文献有重要价值。《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史》的写作特点有所
不同，主要是以中国历史上各少数民族为主体，详细叙述了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的匈奴、西南夷、百
越、鲜卑、吐谷浑、古突厥、回鹘、南诏大理、岭南、渤海、契丹、党项、女真等少数民族及地区的史学，以
及今天中国境内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回、满、达斡尔、赫哲、鄂温克、彝、壮、苗、纳西、
傣、白、土家、黎、裕固、撒拉、东乡、保安等民族的史学。可以说，这是近年来关于中国少数民族史学
史研究取得的最重要的成就，为推进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史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综上所述，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史的研究虽取得了不少成就，但与对汉文典籍的史学史研究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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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国少数民族在史学上所取得的实际成就相比，这样的研究成果还显得比较单薄，整体水平有待

提高。更重要的是，已有的少数民族史学史的研究成果，并没有被吸纳到中国史学史的撰写中，少数
民族史学史基本上还没有成为中国史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20 世纪 80 年代白寿彝期望的“把中国
史学史写成一部多民族的中国史学史”，使中国史学史成为“完整”的史学史，应该说今天依然没有
实现。既然中国的历史是多民族的历史，中国的史学是多民族的史学，我们没有理由不去努力建构
起多民族的史学史，尽管像白寿彝所说的，可能“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却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四、中西比较视角:揭示中国古代史学史的民族特点

研究中国历史需要有世界史、全球史的视野，同样，研究中国史学史也必须要有中外比较的视
野。诚如白寿彝所说:“如果在研究中国史学史的同时，还要研究西方史学史和东方史学史，好像是
一句空话。但是，这些工作我们都必须要做……不研究外国史学史，就看不出中国史学史的特
点。”①在外国古代史学史中，对中国古代史学史的研究最具有参照价值的，当属西方古代史学史。
通过中西古代史学史的比较研究，才能揭示出中国古代史学史发展的民族特点。以下着重对中西古
代史学的差异作出比较论述。
第一，史学学术地位不同。中国古代史学很早就以“王官之学”的面貌出现，刘知幾《史通·史

官建置》说:“盖史之建官，其来尚矣。昔轩辕氏受命，仓颉、沮诵实居其职。至于三代，其数渐繁。”②

说黄帝时已有史官并不可信，然三代史官制度逐渐健全则是事实。随着秦汉以来史官制度的不断发
展，至唐代正式确立宰相监修国史的史馆修史制度。在全社会普遍重史氛围下，中国古代官、私修史
持续兴盛，留存史籍浩如烟海。从目录学分类来看，西晋荀勖《中经新簿》首次采用甲乙丙丁四部分
类法，史籍开始单列为丙部;东晋李充《晋元帝四部书目》将乙、丙两部类位置加以对调，史籍被列为
乙部;《隋书·经籍志》正式形成经、史、子、集四分法。从此以后，史学在学术分类上仅次于作为官方
统治意识形态的经学，一直处于显学地位。反观西方史学，“基本上可称为‘私学’，它萌芽于古代小
亚细亚的希腊城邦爱奥尼亚的民间诗人、纪事家，并最终创立于客居雅典的爱奥尼亚‘纪事家’希罗
多德”。③ 在古代西方史学的发展过程中，修史者主要是私家，史学研究在 19 世纪中期以前都属于业
余探讨领域，始终是作为修辞学的一个分支，附属于文学，历史语言是古希腊罗马修辞学研究的一大

议题，史学的地位远远在哲学、文学之下。依照美国史家鲁滨逊的说法，西方古代史学“只是文学的
一部分”，“自古至今历史学就是文学的分支，它用艺术手法描述过去，以满足人们对于古代伟人的经
历和功绩、王朝的兴衰和历代天灾人祸的好奇心，这样的结论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④ 这既是鲁滨
逊新史学派的观点，也是西方古代史学自我定位的真实反映。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西方人看来，人
类的知识分属经验与形式两极，历史学是具体的、局部的、特殊的知识存在，不具有普遍性特征，属于
经验知识或经验之学;而哲学、文学特别是哲学，则是具有普遍性特征的知识，属于形式知识或形式
之学。这种局面的彻底改变，要到 19 世纪兰克史学的出现之后，西方史学才变为一门专业学科，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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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独立的专业身份。
第二，历史编纂传统不同。中国古代史学的历史编纂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体裁的丰富性，二是

记述的连续性。从体裁的丰富性而言，《隋书·经籍志》著录的史书体裁有 13 大类，包括正史、古史、
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学、簿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著录的史书
体裁则有 15 大类，包括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钞、载记、时令、地理、职
官、政书、目录、史评。从记述的连续性而言，古代史学很多重要体裁都有成系列的编纂，如正史有
“二十六史”，编年体、纪事本末体、纲目体、典制体等重要史书体裁都是成系列的。这种史书体裁的
丰富性与记述的连续性特点，构成中国古代史学的重要传统。相较而言，西方古代史学的历史编纂
比较单薄，现代西方史家经常以“编年史”来称他们的传统史学。实际上西方古代史学也不只是编年
体，具有人物传记和纪事本末特征的作品也很多，还有其他史体。只是这些史体虽然形式有变化，但
精神实质和编年史没有什么区别。造成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一是中国古代社会王朝不断更替，王
朝政治具有连续性、稳定性特点，古代西方社会呈现阶段性的转变，则不具有这种连续性、稳定性特
点;二是古代中国历史编纂特别是官修史书具有制度化的特点，运用多样体裁反映记述内容是制度

化修史的要求，古代西方历史编纂多为私家行为，不存在这种制度性要求;三是古代中国人重视历史

表述的形式追求( 如正名思想等) ，西方文化的特征往往重本质而轻形式。
第三，历史记述的范围不同。一是历史记述的时间维度不同。司马迁《史记》以“通古今之变”

为撰述旨趣，发端了古代中国史学浓厚的通史家风与贯通意识。在古代中国的历史编纂中，产生了
一大批杰出的通史，司马迁《史记》、杜佑《通典》、司马光《资治通鉴》、郑樵《通志》、马端临《文献通
考》等，即是其中的代表。古代中国的断代史家，也普遍具有贯通意识，像班固《汉书》即是断而不
断、断中有通，通史意识非常浓厚。古代西方史学只是关注于当时“近现代史”的撰述，“希腊史学家
用理性与经验代替了神话与史诗的权威，却未能发展任何适当发现遥远过去的方法，以致偏爱可以

建筑在目击者所述的证据上的现代史，或所能倾听到的极近的近代史……荟萃丰富的旧文献，写成
一部贯串古今的信史，对西方古代史学家而言，是难以胜任的”。① 二是历史记述的空间维度不同。
司马迁《史记》的“究天人之际”撰述旨趣，是对古代中国历史记述空间范围作出的垂范。荀悦在《汉
纪·序》中对于历史记述的内涵说得更具体:“有法式焉，有鉴戒焉;有废乱焉，有持平焉;有兵略焉，
有政化焉;有休祥焉，有灾异焉;有华夏之事焉，有四夷之事焉;有常道焉，有权变焉;有策谋焉，有诡

说焉;有术艺焉，有文章焉。”②古代西方史学缺乏天人、社会的广阔视野，其“描述历史事件则专求重
大事件而忽略一般文化经济生活，撰写人物传记则刻意于伟人轶闻趣事而不顾社会历史背景”。③

三是历史记述的政治境界不同。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统一多民族的国家，追求大一统是古代史家的普
遍信念。按照《公羊传》的说法，《春秋》就具有大一统之义; 历代正史民族史传的创立，即是这种大
一统思想的具体体现。古代史学的大一统理念是一种和平的理念，礼义文化是实现夷夏一统的基
础。而古代西方史学缺乏和平主义思想，历史记述的最大兴趣是叙述战争，希腊、罗马的史学名著皆
是描写战争的，“希腊人兴趣在追寻战争的原因，于是战争就变为希腊史学的重心了。希腊史学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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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史学，罗马史学也离不开战争……讴歌战争，讴歌英雄，便成为西方史学的传统”。①

第四，史学求真理念不同。中西古代史学虽然都主张求真，然而二者的求真理念却不尽相同。
中国古代史学的求真理念，与史官制度的形成有着密切的关系。“史官本是神职，有自己的神圣的职
守，这就可能要求最大的真实。”②同时，史官制度赋予了史官“君举必书”的历史记述要求。《左传》
庄公二十三年说:“君举必书。举而不书，后嗣何观?”僖公七年也说:“作而不记，非盛德也。”③即是
对史官直书提出的的职责与道德要求。所以，白寿彝说: “直书就是当时史官所应当共同遵守的法
度。直书的内容，就是包含着要记载许多错误和坏事。这个传统，很可能起源很早。”④《左传》宣公
二年董狐所记“赵盾弑其君”，襄公二十五年齐太史所记“崔杼弑其君”，成为不畏强暴、秉笔直书的
楷模;司马迁《史记》强调“考信”，被后人称作“实录之作”。古代中国史家不但在修史实践中追求直
书，而且具有高度的求真理论自觉性，刘勰《文心雕龙·史传》提出“文疑则阙，贵信史”的重要命题;
刘知幾《史通·惑经》崇奉直书，提倡“善恶必书”;章学诚《文史通义·史德》提出“当慎辨于天人之
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也”，即是中国古代直书理论的代表。相较而言，古代西方史学的求真则有明
显的不同。古希腊史家波里比阿也说: “对于一个历史学家来说，求真是最重要的。”⑤但是，西方史
学的求真是求“逻辑之真”和“情理之真”。像古典史学出现的大量的虚构的演说词，只是史家主观
认为的合乎逻辑或情理的可能会发生的事情。如塔西佗甚至记录了作为罗马敌人的“蛮族”首领的
演说词，这应当出自他本人的逻辑推理。其实这些演说词，可以被看做是史家的哲学预言。造成这
种中西史学求真差异性也许有各种原因，而最基本的原因恐怕还是与古代西方没有史官记事制度密

切相关。古代中国史官记事留下丰富的历史材料，这是后人研究历史、记述历史的依据。“西方数千
年中没有史官记事的制度，史学家及时记事的情况不见，以致记实的史学理论不现。希腊、罗马史学
家写史，大用修辞学的方法。一位将军在战幕揭开前向军队的激昂演说，一位政客在议会上的慷慨
陈词，实际没有文献的根据，而多系出于史学家的想像。”自从“利用虚构的演说道出舆论的大势”成
为“修昔底德的一项发明”之后，“虚构演说词变成一种传统，而史学流于修辞学的一支。史学家可
以自出杼机，想像史事当时可能发生的情况而予以创造，在中国这是极端不可思议的”。⑥ 由此来
看，中西方求真的最大区别，是西方求可能发生之真实，甚至必然发生之真实;而中国求应当发生之

真实( 即道义之真，如董狐书法) ，或者已经发生之真实( 史实之真) 。
第五，史学功用认识不同。中国古代史学之所以能成为显学，是因为史学被视为一门政治致用

性很强的学科。中国历代王朝的统治者都非常重视史学的经世致用功能，古代史家也自觉以经世致
用作为历史研究的目的。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非常丰富的经世致用的史学思想，其荦荦大者有以
史为鉴、以史为法、以史资政和见盛观衰等。前述《尚书》开启的以史为鉴思想，以及汉初史学的以秦
为鉴、唐初史学的以隋为鉴，即是以史为鉴的代表;《春秋》开启了以史为法思想，这种运用褒贬书法
进行“正名定分”的道德史学在宋代达到高潮，范祖禹的《唐鉴》和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堪为代表;
前述杜佑《通典》的“征诸人事，将施有政”，司马光《资治通鉴》以“资治”名篇，以及顾炎武史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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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世”等，①则是以史资政的代表;司马迁的“原始察终，见盛观衰”思想，②前述司马
光的“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撰史旨趣，以及王夫之的“乱极而治，非一旦之治也，治极而乱，
非一旦之乱也”的盛衰互包思想等，③即见盛观衰思想的代表。由此可见，中国古代史学的经世致用
思想是极其丰富而深邃的。相较而言，西方古典史学也重视其实用价值，希罗多德认为历史记述是
“为了保存人类的功业”; ④修昔底德相信人性永恒，认为历史记述可以让人们“了解过去所发生的事
件和将来也会发生的类似事件”。⑤ 这些说法隐含了“史鉴”的思想，只是不够明确和直接罢了。当
然，古代西方史学不强调以致用为目的也是客观事实。究其原因，主要还是古代西方的史学不具有
官学性质，得不到统治者的重视，得不到社会的普遍关注。古典时期的希腊人、罗马人普遍醉心的是
哲学、科学和艺术，到了中世纪，史学与哲学、科学与艺术一样，都沦为基督教神学的“婢女”。因此，
“西方的古代统治者从来没有如中国古代王朝那么推崇历史，那么重视历史的社会功能”。⑥

此外，从学科特点来说，中西还存在古代史学史分期的不同。中国古代史学史的分期与王朝政
治有高度的一致性。白寿彝在《中国史学史》第 1 册中，将中国古代史学史分为先秦、秦汉、魏晋南北
朝隋唐、宋元、明清五个时期，学界各种《中国史学史》的编写，也大致遵循这样一种分期。也就是说，
中国古代史学所谓的阶段性划分，其实是王朝历史阶段划分，与王朝历史分期具有明显的同步性。
这是因为中国古代史学特别是官方史学，本身就是王朝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

往往与王朝政治下的社会经济、思想文化等因素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故而王朝政治的变化必然会带
来史学的变化。相较而言，古代西方社会内部不具有政权的统一性，各个国家或地区的历史发展也
不具有同步性( 特别是古典时期) 。同时，古代西方史学与政治的关系远没有古代中国密切。因此，
西方古代史学的历史分期只有长时段划分，没有像中国古代那样按照朝代进行划分。一般认为，西
方古代史学大致可以划分为古典史学—中世纪宗教史学—文艺复兴人文史学三个大时段。古典时
代的史学以希罗多德、修昔底德、波里比阿、李维和塔西佗等人为代表，中世纪的基督教史学淹没了
古典史学的光辉，而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重新整理并学习古典史学则属于承上启下阶段。
以上从学术地位、编纂特点、记述范围、求真理念、功用认识和学科特点诸方面对中西古代史学

进行的比较，反映了古代中西史学在发展过程中的差异。比较的目的，是希望能够在一个更广阔的
视域下，来考察古代中外史学的发展及其规律，进而揭示中国古代史学史的民族特点。

( 作者汪高鑫，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教授;邮编: 100975)
(责任编辑:敖 凯)

(责任校对:尹媛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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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hree“Historical Resolutions”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Summary of Historical
Experience / / Cai Qingzhu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a strong sense of historical mission，attaches great importantance to
drawing lessons from historical past，and is good at gaining the inspiration to move forward． It is the Party's
creative endeavor to synthesize historical experience in the form of“historical resolutions”． The Party has
issued three “historical resolutions” over the course of its 100-year history． These three “historical
resolutions”were all born at critical historical junctures． They all promoted the Party's solidarity and
ideological unity by re-examining history，greatly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ause and exerted far-
reaching influence; they all shone with the brilliance of Marxist thought; they are the embodiments of the
materialist outlook of history and the correct view of the past; they are significant documents of epoch-
making significance for reviewing the past and projecting the future; and they are microscosms of the Party's
magnificent and inspiring century-old struggle．

The Early Exploration of the Writing of Marxist General History of China / / Xie Huiyuan

Before 1949，the writing of Marxist general history of China went through its early stage of exploration．
Before and after the May Fourth Movement，scholars for the first time proposed the idea of adopting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o guide the compilation of Chinese general history． And some scholars put this idea
into practice before and after debates on Chinese social history． The writing of Marxist Chinese general
history has become stereotyped after the outbreak of the full-scale Anti-Japanese War． During this period，
scholars often sublated evolutionary history，and gradually developed a set of interpretative framework for
Chinese general history basically in line with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t also became a significant issue for
people to judge the Marxist general history of China by asking whether or not it adopted the theory of five
social forms． This periodization based on social forms is a reflection of Marxist scholars' unique
understanding of the nature and laws of history． It is a self-consistent response after“society”is endowed
with“nature．”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ese Historiography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 / /
Wang Gaoxin

It is necessary to embrace a gr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 for those who study ancient Chinese
historiography． This gr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s mainly manifested in the following four aspects． First is
the perspective of political history， which specifically 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ynasty
replacement and the use of history as a guide，the establishment of dynasties and the divine historical view，
political crises and the use of history for politics，and the unification of the country and the concept of grand
unification，all of which reveal the linkage between historiography and dynastic politics． Second is the
perspective of the four-category thought． The four categories of jing ( classics ) ， shi ( history ) ， zi
( philosophy) ，and ji ( literary collections) are often mutually inclusive and mutually influenced，and the
four categories have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ancient Chinese historiography in terms of historiographical
thought，historical compilation，collections of historical materials，and etc． The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llection of classics and history must be examined． The third is the multi-ethnic perspective． Th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 is a multi-ethnic history，the hsitoriography of ancient China is a multi-ethnic
historiography， and th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ese historiography should also be a multi-ethn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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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iography． Constructing a“complete and inclusive”Chinese historiography is the direction of our
future efforts． The fourth is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mainly from the
aspects of academic status， historiographical characteristics， narrative scopes， objectivity pursuit，
functional understanding and disciplinary characteristics． By comparing and contrasting ancient Chinese
and Western historiography，we can reveal the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ancient Chinese historiography．

Rethinking the Subjectivity of Chinese Intellectual History as a Scholarly Discipline / /
Zhang Baoming

While the study of intellectual history has become a hot topic in the current academic field，it is still
worthy of our in-depth consideration to think about the subjectivity of intellectual history as a scholarly
discipline． From this point view，research of Chinese intellectual history should have both a unique
perspective and a solid foothold． Yet in terms of its connotation，Chinese intellectual history has not been
clearly defined; in terms of its extension，the object of its study and coverage of its outreach have not been
well explained; it terms of its methodology of argumentation，intellectual history has not become as
competitive in sophistication as other humanities disciplines are． In view of these shortcomings，we need to
make further efforts to analyze and define the scope and subjectivity of intellectual history writing．

The Origin of the Concept of Sanshi( Three Histories) and the Reshaping of Its Connotation in the
Tang Dynasty / / Cheng Yunlou

The Sanshi ( three histories) is an important concept in ancient Chinese historiography． In the middle
and late period of the Eastern Han Dynasty，scholars，represented by Zhang Heng and Ying Feng，
conducted a comprehensive investigation of the Shiji( 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the Hanshu( Book of
Han) ，and the Hanji ( all compiled by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which promoted the concept of Sanshi．
After the Wei，Jin，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the concept Sanshi became separated from its
content: on the one hand，the concept was abstracted and canonized; on the other hand，Fan Ye's Hou
hanshu( Book of Later Han Dynasty) and other later Han history books nearly replaced the Dongguan hanji
in Sanshi． After the Tang Dynasty，the establishment of Sanshi Ke ( the discipline of“three histories”)
finally brought Hou hanshu back to the Sanshi category，which once again unified the name and content of
Sanshi．

Rethinking the Ibadan School of History in Nigeri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ollection and
Study of Arabic Manuscripts / / Deng Zheyuan

In the 1950s，the Ibadan school of history emerged in Nigeria in the context of the rising influence of
nationalism． Chinese historians have argued that historians of the school innovatively employed local oral
sources to write nationalist historiography of Africa．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collection and study of
Arabic manuscripts． In doing so，it places the Ibadan school of history in the longue durée and within a
cross-disciplinary setting． In the 1950s and 1960s，scholars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disciplines
collected，cataloged，and studied a large number of Arabic manuscripts at the University of Ibadan． Based
on this，they refuted the racial biases of colonialists by proving that Muslin history is part of the“African
history of Africans”and by proving that Africans have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state governance． From the
late 1960s，the collection and study of Arabic manuscripts by Ibadan historians started to suffer from the
lack of funding and to encounter challenges from other trends of historical writings，and its influence
gradually declined．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Ibadan school of history has transcended the limited scope of
“nationalism”and“oral materials”．

The Critique and Its Limitations of Individual Memory as a Historical Source: A Case Study on
Holocaust Historian Raul Hilberg / / Liu Yingjie

With the“memory turn”in Western historiography，which focuses on how events are recalled and
constructed，the value of individual memory as a historical source has been rediscovered． But as individual
memory prioritizes emotional and ethical values，it also brings about the paradox of how to compreh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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